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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觀察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張執中主稿 

 

 「四中全會」「決定」聚焦 13個「堅持和完善」，鞏固中共政權既

有體制。對港提出兩個「絕不容忍」，界定「一國」與「兩制」的

從屬關係，強調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未來「管治」與「普

選」或成下一波衝突點。 

 習近平在「四中全會」後赴上海考察，凸顯城市治理、民主醞釀

與對外開放面向，核心仍是「中國模式」與「制度自信」。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在 10 月底召開，並通過「關於堅持和

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

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新華網，2019.10.31、11.5）。由於中共政

權的封閉與隱密性，外界要一窺紅牆內的運作，通常藉可觀察的數

據、制度或慣例來推估，包括每年一次的會議與各全會主題規劃等。

不過，「十九大」以來，這樣的慣例已有調整，去年「兩會」前的 2

個月裡，兩次中共中央全會先後召開，即 1月的「二中全會」與 2月

的「三中全會」，分別討論了修憲案與「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最終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與強化黨的領導，都引起外界高度關注。

再者，「三中全會」後，已經超過一年半時間未再召開全會，加上一

年來中國大陸面臨經濟下滑、美中貿易戰與香港問題等。中共中央也

認知內外大局變動，從習近平對幹部提出「底線思維」到「鬥爭精神」

便知端倪。在此背景下，同時引發外界對習近平領導權力動搖之聯

想，在「四中全會」被迫提出接班梯隊之期待。 

不過，依據中共章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集，

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第 22 條）。因此，前述「二中全會」以來的會期，

雖然改變慣例，但也都符合黨章規範，即使本屆「四中全會」與上次

全會相隔 20 個月，主要原因應該始於「三中全會」的提前，若單以

會議時間評斷習近平的權力動搖，證據實顯單薄。相較於胡溫時期存

在地方間、央地間不同調，如「唱紅歌」、「做蛋糕」與「分蛋糕」，

甚至胡溫之間對政治改革的不同態度，在習近平時期都很難再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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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習核心」到「三位一體」確立，我們應該關注的是習近平對

各分口的掌控，和議程設定與主導之權力，以及如何藉意識形態與議

題，連結習近平領導地位的正當性，而本文就「四中全會」前局勢、

「四中全會」公報與「決定」進行分析。 

 

（一）「三中全會」以來的發展 

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都緊扣中共全面領導與長期執政能力建設上，並和其他改革內容存在

辯證關係。在運作上，主要是以「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黨中

央職能部門的統一歸口協調管理」為主線。也就是「十八大」以來，

「小組政治」等頂層設計的制度化。因此「三中全會」以來開過 20

次中央政治局會議，6成與黨建（含黨務、幹部、組織、紀律、政法與宣傳等）有

關，並通過 11項相關法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開過 10次會議，

亦有 6成內容與國務院統籌有關，而地方重要試點（如廣東、天津與福建自

貿區；海南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山西能源革命綜改試點）或需中央整合事項（如浙江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需中央解決事項清單）也須在會中討論，按習近平的構想，

目標在改善「九龍治水」，形成全國「一盤棋」。 

在幹部監督與反腐層面，亦有相同規劃。習近平自「十八大」接

班至今（2019）年 9月，中國大陸已有 287位副省部級（含中管幹部與正軍級

軍人）以上幹部遭調查落馬。從薄熙來案、周永康案至今，中共中央仍

不減肅清「周、令」與「薄、王」餘毒之力道，並體現在每一輪巡視

工作中，顯示習近平積極強化黨內控制力量。在巡視制度上，習時期

中央兩次修訂「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重點有二：（一）明確

政治巡視之定位；（二）巡視全覆蓋並向基層延伸，明確市縣巡察制

度。這些內容也成為中共 2018年新頒布「中央巡視工作規劃（2018-2022

年）」的工作重心，其重點有四：（一）深化政治巡視；（二）建立

巡視巡察上下聯動監督網；（三）書記負整改責任，最終目標亦實現

全國巡視巡察「一盤棋」（鳳凰網，2018.3.1）。 

為實現上述目標，習近平緊抓幹部動員與教育，今年 1月習近平

特別召開「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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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討班」，要求幹部要高度警惕「黑天鵝」（難以預測）事件，防範

「灰犀牛」（可預見）事件，並要求省部級領導幹部從底線思維與保持鬥

爭精神去化解風險，以維繫「六穩」（指就業、金融、外貿、外資、投資及預期方

面，新華網，2019.1.21）。6月開始在全黨自上而下分兩批開展「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動員各級部署學習與整改落實。9月初在中央

黨校再次要求各級官員面對「五個凡是」（凡是危害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

主義制度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

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

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各種風險挑戰，新華網，2019.9.3），

必須敢於鬥爭、善於鬥爭，並取得勝利；也赴北京香山引用毛澤東詩

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新華網，2019.9.12），強調繼承

革命到底精神，希望外界從中解讀習近平面對內外大局的強硬姿態。 

 

（二）「四中全會」與決定 

前述輿論以「四中」全會時間延遲，推論習近平領導權力動搖，

有一重要原因是外界常忽略中共的會議制度運作。對中共而言，會議

是依據「民主集中制」以實現參與和集體領導之決策模式，可以為中

共自上而下指令性统治的主要意志表達。即使強調「核心」的決策角

色，仍須將個人意志轉換為集體意志才能獲得正當性。「決定」稿主

要回答「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問題，最終顯示在全會

「公報」中所提出 13個「堅持與完善」。在這個意義上，會議與相關

決定是政治領導合法化的過程。從「四中全會」場內舉手一致通過決

議與公報，反映核心領導人整合領導集體的一致意見，以及通過會議

認可的政策成果。 

依據習近平關於「決定」的說明，今年 3 月底中央政治局會議決

定成立文件起草組，以 6 個月時間討論修改決定稿，並就全會議題分

別徵求各地區部門、黨內與老同志與黨外人士之意見，最終整理出

1755條意見，起草組修訂文字，經政治局常委會三次會議與政治局兩

次會議審議後提出決定稿（新華網，2019.11.5）。決定稿聚焦前述堅持和完

善的 13 個部分，明確各項制度發展方向與工作部署。這 13 個部分基

本上仍是鞏固中共政權既有的制度與體制，一方面它是十八屆「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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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會」所設定全面深改的總目標；另一方面連結「十九大」所設定

2020、2035至 2050年發展目標的上層建築建設（2020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

礎上，至 2035 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年建成富強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其中第一步就是「十三五」時期要實現「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各領域基礎性制

度體系基本形成」。以下就「黨的領導」與「政治控制」兩個層面，分

析本次「決定」的重要內容。 

在「黨的領導」層面，再次確認黨中央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

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職能作用、黨中央重大決策落實機制與向黨

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確保上下貫通，令行禁止，實現習近平所強調的

「全國一盤棋」。因此包括委員會與小組決策機制，如前述「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的決策模式，以及紀委與國家監察委下的監督與

巡視制度，如本次全會因前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嚴重違法違紀遭留

黨察看，由中國融通集團總經理馬正武遞補等（另一中央委員為海軍工程大學

艦船綜合電力技術國防科技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科協副主席馬偉明，遞補墜樓身亡的前澳門中

聯辦主任鄭曉松），都將持續發揮決策與監督的重要功能。 

在「政治控制」面向，包括運用科技如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

慧進行行政管理與社會治理。並且堅守意識形態陣地，全面落實於科

研與教育，並強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教育，掌控媒體與

輿論導向，內宣外宣連動以唱響主旋律。延伸至社會治理層面，除社

會保障與社會服務外，目前較引人關注的仍是藉由資訊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運用在社會管理層面，包括網

路、社會監控（如天網系統）與社會信用體系。在「平安中國」背後，社

會服務能力提高人民對執政者的信任，然而也強化政權對異議份子及

社會抗爭的監控而降低威脅。 

特別在香港問題上，相較於前述社會治理面向強調處理新形勢下

人民內部矛盾有效機制，很明顯針對香港抗爭表達中央針鋒相對的態

度。包括提出兩個「絕不容忍」，界定「一國」與「兩制」的從屬關

係與強調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包括完善中央對特區行政

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與機制，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

釋制度；並且提出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與執行機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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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規劃從教育著手，特別針對公職與青少年的法律、國情與文化教

育，灌輸國家意識與愛國精神，又連結前述政治控制之面向，這也使

得「管治」與「普選」注定成為中共中央與香港社會下一波衝突點。 

 

（三）結語 

在「十九大」政治報告與黨章修正中，習近平界定當前中國社會的

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

展之間的矛盾。今年的修憲將「一個國家、一個政黨」與領導核心上升

為國家意志，至 2050 年以前三個階段的發展目標結合習所設定的治理

方針，也讓習近平的權力延續具有正當性。 

整體而言，習近平在「四中」全會的說明與會後赴上海考察，凸

顯城市治理、民主醞釀與對外開放三個面向（新華網，2019.11.3），其核心

仍是「中國模式」與「制度自信」。不過，中國模式的核心仍在於中

共對權力的壟斷。雖然中共以「治理現代化」為名推動改革，但不意

味政府運作典範真正轉變，主要原因在於「治理」仍落在維繫共黨統

治的邏輯中，而在這個強化社會控制能力、削減社會力量發展空間的

過程，將是未來 5-10年中國國家社會關係變遷的重要觀察面向。 


